
我成了精神分裂症病患的雇主：一位精神科職能治療師的經驗分享 

巫明士，2005.1.22 

 

我是一位大學職能治療學系老師，精神疾病職能治療是我的教學、研究、

與臨床服務的重點。那一年，我的研究室有一個研究助理的職缺，安琪1在我的

一位職能治療師同事的推薦下前來應徵，我以國家科學委員會的專任研究助理標

準篩選應徵者，並對其中幾位進行面試與試做，安琪展現了良好的自信與辦事效

率，從應徵者中脫穎而出。我有幾年擔任精神病患的治療師以及研究者的經驗，

卻是第一次擔任患者的雇主。 

記得安琪來上班後不久，對我說她自己和父母親都很感謝我給了她一個工

作的機會。我告訴安琪，這份工作是她以自己的實力爭取到的，我並沒有因為她

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而降低標準。在確認安琪期待自己在研究室被當做一般人對

待、而不是患者，我鼓勵她要好好表現。 

接下來約有一年的時間，安琪的表現令我相當滿意：有極佳的責任感、極

佳的壓力耐受度、並且勝任許多新任務的挑戰。這期間，安琪曾經帶領另外一位

兼任助理執行研究室的工作，將工作任務做了很好的分配，有時兼任助理做錯

了，還會嚴格地給予指正；有一次，我和另外兩位老師一起出國開會，我們三人

的來回機票都是安琪幫忙訂的，單趟飛行就涉及三段飛航行程、兩個轉機點，但

行程卻相當順利；安琪說，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訂機票，她曾經和家人一起出國，

可是訂機票的事往往被家人打點好了。有一陣子，我還注意到安琪的穿著有令人

驚艷的效果：色調柔和、款式樸素但不失端莊，臉上也開始薄施胭脂，所佩帶的

耳飾也往往有畫龍點睛的巧妙。我好奇地問安琪，她說最近去上美容課，是家人

安排的，因為研究室的社交圈比較單純，下班後上一些有興趣的課，可以有比較

多的機會認識朋友。從安琪說話的表情，我看見她很喜歡這項新的嘗試。不過，

這個生活上的新刺激後來卻成了安琪另一次發病的導火線。 

那個美容課程其實是一個直銷公司所辦理的，安琪還參加了其他的活動，

在某次團體出遊活動過程中，安琪經驗到被其他人排擠的感受。另外還有一些是

晚上的活動，往往進行到半夜十一、二點才結束，父母親為此狂 call安琪的手機，

要她趕快回家，直到安琪進家門才能安心入睡。由於安琪花錢購買直銷公司的一

些產品，也導致她和父母之間的衝突。 

安琪工作時的笑容不再，且情緒低落、自信心喪失。初期我並沒有瞭解太

多安琪下班後的活動安排，一心想著是研究室人員變動以及工作壓力造成的。其

他不知情的助理跟我反應，安琪講話辭不達意，甚至對她有一些不諒解。和安琪

做過工作檢討之後，我們做了一些工作上的調整並製作研究室助理手冊，以減少

安琪的工作份量、以及與其他研究室人員互動時不必要的困擾。不過這些都無助

於問題的改善。就在安琪的媽媽出國期間的某一天早上，我在連續上四節課的下

課時間回到辦公室休息，安琪來告訴我，她的幻聽又出現了，晚上幾乎都沒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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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我心裡一驚，但又即刻回想當天早上進辦公室時，安琪還微笑地跟我道早安，

我問安琪，早上她應該已經非常不舒服，怎麼還能保持微笑、並且忍耐了好幾個

小時才告訴我；安琪說，因為她記得我曾經提醒她要保持笑容。我心裡真是不捨。 

那天早上正好也是安琪要回精神科門診的日子，我因為還得回教室上課，

便提醒安琪務必要向門診醫師報告。那天，門診醫師告訴她，那是一次小發作，

於是決定先將安琪原來服用的藥物的劑量加上去，卻也開始讓安琪變得嗜睡，早

上無法準時來上班。四個星期之後，安琪回到門診，醫師改試另外一種藥，這回

安琪的手開始出現不自主動作。這時安琪在工作上也開始經常出錯，問題解決能

力以及判斷力變差。我跟安琪建議去門診臨時加號看診，不要再忍受四星期的副

作用才回門診。這回，藥又改了，並且加了抑制不自主動作的藥。很不幸，換藥

後的一星期不自主動作的副作用又出現了，這次連站立時都會不自主地原地踏

步，嘴部也有歪斜的情形，而工作上的能力還繼續在退化。 

從藥物調整開始，我曾經不只一次跟安琪建議要住院調藥，安琪難過極了，

她問我她自己是不是變得很糟糕，所以要住院；我告訴她，住院有幾個不同的功

能，症狀急性發作的處理只是其中一種，而在調整藥物期間密切觀察病患身體的

各項反應，正是另外一種住院的功能。因為安琪對過去的住院經驗印象不佳，她

還是不想再經驗那種被關起來的感覺；我跟安琪分析疾病復發對病患能力所會帶

來的不可逆耗損，也提醒她要正視自己疾病的變化，不要因而影響工作的表現。 

好不容易說服了安琪接受住院調藥的建議，安琪還是很難過，她想到如果

告訴父母親，他們一定會無法諒解，因為自從安琪來上班以後，父母親便告誡她

要好好照顧自己，不要再發病，如今父母親知道後，會認定是安琪沒有照顧好自

己，才會又要住院。我問安琪，需不需要我幫她一起向父母親說明住院的必要，

她同意了。於是我第一次見到了安琪的母親，一位很積極、健談、充滿動能的女

性，但是一直到我第二次和安琪的媽媽見面，才成功地讓她意識到安琪的病情的

嚴重性、並且說服她接受住院治療。 

之後，安琪在下一次的門診時向醫師提出她要住院的要求，但是出乎我意

料的是，門診醫師告訴安琪她不需要住院。我曾經在不久之前才見到安琪的醫

師，並且告訴那位醫師安琪當時的工作表現和以前有很大的落差，可能是那位醫

師要急著離開，他給我的回答有點答非所問。由於當時安琪的語言表達會有辭不

達意的問題，直覺告訴我，門診醫師可能沒有完全瞭解安琪的要求、或者無法在

有限的門診時間內對安琪的情形有完整的瞭解。我後來跟病房的主治醫師連絡，

他馬上簽收住院，不過由於病房滿床，便列在等候名單上。 

在等候住院之前大約一週，安琪其實已經沒有來上班，主要是因為安琪的

表現已經無法勝任工作的要求，我即便不說，她也不能接受自己在工作上的表

現，那是一種壓力；還有就是藥物的副作用實在太厲害，即便我們很努力不告訴

別人，那些明顯的不自主動作還是會告訴這裡進進出出的職能治療學系老師和學

生：安琪有精神分裂症。在我的要求下，安琪在家裡休息。 

在等候住院期間的那個週末，安琪去出席大學同學會，她強烈感受到被同



學排擠，認為自己過去的為人處事很失敗。隔天晚上，安琪獨自出門，從橋上往

下跳。安琪很快被人救起來，還好只是受了皮肉傷。媽媽被警察通知趕到醫院之

後，馬上將安琪轉回平時就診的醫院。在急診室，精神科醫師受照會前來，由於

當時還是沒有病床，就在清晨讓安琪從急診出院，在急診室的停留時間前後約計

4-5個小時。 

安琪從急診回家的那天下午，不知情的我撥了通電話到她家，原本只是例

行地瞭解一下安琪在家休息的情形，安琪的媽媽在電話那頭告訴我這個意外事件

以及就醫的經過，由於安琪在睡覺，我沒有和安琪講到話。那天傍晚，安琪打我

的手機，我約她隔天到辦公室來。當我見到安琪時，她的面容愁苦，談話之間還

是明顯的感受到危機尚未消除；當下我打了一些電話，由於聯絡不到病房的主治

醫師，連總醫師、護理長都接到我的請求電話，不過我們的運氣不好，真的沒有

病床。總醫師好心地在電話上建議我，可以到另一家療養院的急診留觀，等這邊

有病床之後再回來。我的印象中，精神醫療網是有這一道程序，於是就跟安琪和

她的媽媽建議去附近的一家療養院急診留觀。安琪當時受到症狀的影響，對媽媽

有一些不諒解之處，最後是由我陪安琪過去。那也是我第一次以不是精神醫療專

業人員的身分進到這家療養院。 

到了療養院的急診室，掛號處不見有人員在受理掛號，我詢問警衛台內穿

著制服的警衛先生：「我們要掛號，但是掛號處沒有人，請問該如何掛號？」這

名警衛繼續坐在他的椅子上，舉起一隻手為我們指示方向：「你從這邊走到盡頭，

那裡有個牌子，有沒有？右轉、然後再左轉…下樓梯、左轉…到那裡去取號碼牌。」

我想我應該沒有智能障礙，但是我真的無法理解這位警衛先生的指示，而我更是

第一次聽到所謂取號碼牌的措施。姑且不管怎麼走的問題，我忍不住先問警衛先

生，「我們要掛急診，為什麼要取號碼牌？」警衛先生回答我：「妳們人好好的，

掛門診就好了。」就在我還不敢相信我所聽到的答案而啞口無言的時後，一位女

警衛從隔壁辦公室走出來，「他們能不能看急診，給裡面的醫師去判斷，我們不

需要幫人家做決定。來，妳們從這裡走…」 

沒多久，一位年輕的男醫師出來問診，我除了回答安琪與我的關係，其他

時候都是由安琪應答，我只是沉默地在一旁聽著。這名醫師的態度相當和善，他

的問題大多有切中要點，也很耐心聆聽和說明。如果要挑問題的話，大概就是會

談者「置入性」觀點所可能產生的盲點吧。譬如說，「…你兩天前剛自殺過，一

般來講自殺的衝動會明顯降低，你現在還有想要自殺的念頭嗎？」以我對安琪當

時狀況的瞭解，她有可能會受到這類問題的引導，所表達的內容不見得代表她自

己真正的意思。 

問診的最後，醫師問安琪希望醫院提供她什麼樣的幫忙，「我想在這裡靜一

靜」。不過，安琪的運氣真的很不好，那天急診室蠻熱鬧的，安琪並不能如願以

償，急診暫留室無法提供給安琪一個可以靜一靜的空間，倒是讓隨後趕到急診室

的媽媽嚇得隔天馬上辦出院，寧可回家自己照顧。我自己在陪伴安琪的期間，對

於暫留室內所瀰漫的那股氣味感到無法認同；在我的經驗中，那是清潔消毒做的



不夠徹底的精神科病房才會有的氣味，很難想像會在這家所謂的精神專科教學醫

院見識到這個氣味。 

在療養院暫留的經驗讓我們瞭解到，一旦病患決定到病房接受治療，就必

須接受整個「療程」，並不像我們原來以為可以在原來的醫院有病床時就隨時回

來，療養院並不是一個緩衝的中繼站。這讓我很好奇到底我們的精神醫療網還存

不存在，醫療網的設計是要讓精神醫療資源能被妥善的運用，但是看起來不同醫

院的人員有不同的認知，至少我的大學附設醫院的總醫師、病房團隊的同事們都

以為精神醫療網是存在的，事後他們都沒有辦法解答我的疑惑。 

安琪從療養院回家的第五天、也就是自殺事件後的第八天，她終於住進了

我們的精神科病房。那天中午，我去病房探視，安琪從寬敞、色調柔和、有著安

靜療養氣氛的病房那頭走來，臉上堆滿了笑容，我問她怎麼沒在自己的病房休

息，「我去別的病房跟人聊天，聽到老師來了才趕快過來」，「你才進來三個小時，

就已經交到新朋友了？」「對阿，對阿…」安琪臉上的笑容更燦爛了。看到安琪

放鬆的樣子，我感到非常欣慰，安琪說還是回到平常看病的醫院，比較有熟悉的

感覺。 

安琪住院後沒多久，我見到她的住院醫師，談話期間安琪的醫師一度跟我

提到，他覺得安琪和其他病人比起來已經好很多了，這一說讓我心裡想：「完了，

完了，這個醫師是看不見安琪的真正問題的。」果真，安琪很快就開始參加 OT

活動，接著她的醫師便要求是否可以讓安琪在白天回到研究室工作，因為醫師認

為安琪的症狀已經完全穩定下來了，但是他們不確定工作能力是否已經恢復，所

以希望回來試試看。我答應了，但是很快地我又去見安琪的醫師，跟他報告安琪

尚無法承受工作上所涉及的壓力，我建議先做半天就好；我也跟醫師提醒，正常

的職場對於藥物治療所造成的副作用的容忍度不高，希望他們能在安琪的不自主

動作部分再多關照。 

住院四個星期之後，安琪出院了，正如精神科醫師說的，她的症狀得到改

善，同事們注意到她變得會關心別人、和大家比較有話說，臉上比較有笑容。不

過她現在還是維持半天上班，工作效率還是沒有恢復，她的手仍有不自主動作，

站立時仍會踏步。安琪的主治醫師在她出院之前向我保證，會繼續在門診處理不

自主動作的問題。 

有一天，安琪問我，她未來想出國念職能治療，問我覺得可能嗎？她告訴

我，她也想要像職能治療師那樣幫助有和她相同問題的人。我告訴她，以我認識

的安琪，那是可能的；不過那會是一條很辛苦的道路，一般人出國留學就可以很

辛苦，對生過病的人來說可能會更辛苦。她說她先要努力做好和媽媽溝通想法、

和老師溝通，這樣出國唸書遇到問題時，才不會不敢表達；她還要學自己煮飯燒

菜，因為窮留學生可能負擔不起餐餐吃外面… 

成為精神分裂症病患的雇主，讓我有機會更深入反省精神病患之職業復健

的相關議題，如雇主可能會遭遇的問題、就業輔導者需要關切的議題等；它也讓

我有機會從另一種角度、也就是服務接受者的角度去檢視我的精神醫療同事們所



提供的服務，宛如上了寶貴的一課。以下將截至目前為止的學習心得，依所涉及

的人員或領域分類，供大家參考。 

病患部分 

1. 如果你希望被人當作一般正常人對待，最好你也能付出對等的努力，不要以

生病作為表現不佳的藉口。 

2. 疾病的復發會帶來能力上的不可逆的耗損，你需要學會如何自我偵測症狀的

變化、以及在哪些生活情境的改變下會有變化，並且及早尋求協助。為了維

持工作而硬撐，並不會免除復發、甚至會讓你付出慘痛的代價。安琪是一位

很認真、很積極上進的員工，這次的復發雖然在住院之後很快改善了精神症

狀，她的工作能力卻沒有以相同的速度恢復。 

3. 如果沒有必要，不要告訴所有的同事你有精神疾病；但是對於在工作上會和

你有密切互動的同事，最好能夠在適當的時機讓他知道，以免造成工作上不

必要的誤會或困擾。 

4. 如果最近你的醫師將你平常服用的藥物做了改變，如調藥、改藥等，除了要

問清楚可能會有的副作用和需要注意的事項，你需要注意是否對工作表現造

成影響，如有影響，儘快回門診尋求協助，不要等到原來預約的時間才去。

安琪覺得康復之友聯盟出的那本精神藥物百科很有幫助。 

5. 不是只有發病的病人才需要住院，如果你最近的情況不穩定，可以向你的門

診醫師要求住院，以便對可能的疾病惡化做早期的預防，這時候你可能只需

要向公司請幾天假；如果你不理會它，你有可能會需要離職接受治療了。 

6. 這個社會可能讓精神病患的就業之路十分坎坷，如果你覺得這個社會很可

怕、對病患不公平，建議你也想想社會上的其他弱勢族群，如原住民、肢障

者、婦女，與其抱怨社會不公平，把這些精神花在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可能

更有建設性。 

 

家屬部分 

1. 如果你經常覺得家中的病人不能把事做好，因而凡事幫他代勞，他就沒有機

會發覺自己的潛能。在幾個他容易忽略或出錯的地方，給他提醒或幫他注

意，他會感受到完成任務的成就感，你也會比較輕鬆。 

2. 生活上的新刺激如建議病患去參加社團或教會、你自己出國、讓病患去出席

同學會等，都有可能給病人帶來壓力，不要輕忽這些壓力，它們可能導致另

一次的發病。如果可能，在帶入這些新刺激之前做好規劃（如做好萬全準備

包括疾病復發的處理、幫病人做心理準備、和相關的行為規範等），過程之

中也要隨時觀察病人的壓力反應。 

3. 與病人保持溝通很重要，鬧僵了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4. 如果家中的病人開始工作，並不表示他已經獲得疾病的終身免疫力，他有可

能因為工作和生活上的壓力而變不好。你的支持和瞭解會是他最佳的後盾。 

5. 如果家中的病人有工作上的收入，而你注意到他的金錢花用情形有問題並且



想制止問題的擴大，你需要小心拿捏這個導正的過程，不要讓他覺得你在干

預他使用所賺得的錢，否則可能會影響到他的工作動機或情緒。 

6. 在我的經驗中，安琪不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病患，她不像多數病患那樣在病

程中出現畏縮或懶散的情形。安琪的媽媽的積極與活力，給了安琪最好的示

範。 

 

精神醫療與專業人員部分 

1. 藥物的副作用在一般職場的容忍度很低，可以對接受職業復健的病患帶來很

大的殺傷力。我的意思不是不要調整藥物，而是藥物調整對於病患所帶來的

影響如容易嗜睡、不自主動作等，往往無法見容於職場中，因為可能會使病

患表現失常而被認出是精神病患、帶來危險、甚至被解僱。如果有需要調整

藥物，請給予工作中的病患更密切的觀察。 

2. 如果你只能以有限的門診時間來瞭解工作中的病患的近況，並且據以開立處

方，當病患的雇主或輔導員向您抱怨或告訴您一些警訊時，不要忽略這些訊

息的重要性，因為那是他們與病患密切互動的觀察結果。 

3. 一位精神病患因為自殺而送到急診室，4-5小時的暫留處置可能是不夠的。 

4. 精神科急診應該提供「安靜」的空間給有需要的病患，應該具備對安靜、但

是有自殺危機的病患的處置環境。 

5. 不同精神醫療機構對於精神醫療網的功能有不同的認知，看起來有的病患和

家屬還是希望能在熟悉的醫院接受治療，而環境往往也在治療過程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因此我們去的那家療養院的作法似乎未能顧慮到病患與家屬的需

要，其原因我到目前仍然無解。 

6. 我很感謝這次安琪復發住院時我的病房同事們對於安琪的協助，也讓我有機

會跟我的同事們講，這裡真的有很優質的服務。不過，在安琪自殺事件之後，

我需要花費八天的時間才能為安琪找到一個床位，難道這是接受優質的精神

醫療服務所需要付出的代價？ 

7. 應該落實精神醫療機構病房內之清潔消毒的稽查工作，以免讓精神科病房成

為院內感染管控的死角。 

8. 有效且有效率的藥物治療與副作用消除是職業復健的基礎。 

9. 精神醫療專業人員有必要強化職業復健與其服務間之關聯的繼續教育，住院

醫師的訓練尤其要糾正「將精神症狀抽離個體和情境」方式的臨床推理，而

要強化其對精神症狀在職業復健之樣貌的敏感度。 

10. 目前的精神醫療服務仍然遵循著醫療模式，專業人員的思維並沒有隨著身心

障礙者保護法及職業復健等相關措施的落實而做必要的修正，這樣的問題反

應在門診醫師無法敏感地偵測到就業中病患的問題（病患的工作表現已經出

現明顯落差而沒有採取積極治療、藥物調整期間仍然預約四星期後才回來門

診等）；年輕的住院醫師在自殺危機處置的訓練明顯不足（問診時會有「置

入式」觀點、對於剛自殺過的病人仍然認為和別的病人比起來已經好很多



了）；將病患安置到社區就業後便沒有症狀變化的通報系統，更不會有因應

症狀變化的介入處置、以及當病患需要住院接受密集照護時的程序。這些都

顯示精神醫療服務仍以服務提供者為中心，正好與「以病患為中心」的服務

觀點背道而馳。 

 

職業復健部分 

1. 我因為同時具有職能治療師的背景以及雇主的身分，可以在安琪的工作過程

中給予適時的鼓勵和工作上的調整；對於絕大部分不具備專業背景的雇主，

由專業人員提供持續的溝通、支持與輔導，是有必要的。因此，讓這些雇主

也能認同他將需要花費時間與專業人員保持聯繫，是接納精神病患進入職場

過程中很重要的一環。 

2. 此外，不具專業背景的雇主對於病患很可能在疾病復發的初期就無法再接納

病患，更不可能像我這樣介入病患與家人的互動問題、或是陪伴就醫，這些

角色都需要由職業復健的專業人員來扮演，否則，沒有適當介入的結果很可

能會嚇跑這些雇主，以後不敢再僱用精神病患。 

3. 雇主需要認知到病患有可能會因為治療的需要而請假，雇主需要在請假規定

上給予必要的彈性、甚至自行吸收成本。這也是在開拓精神病患就業市場所

需要克服的問題。 

4. 病人在工作上的表現除了可以受到職場相關因素的影響，如工作壓力、同事

間的人際互動問題等，還可能受到其他生活因素與疾病相關因素的影響，如

與家人的關係、生活情境的改變、藥物的調整等。將病患及其情境做切割、

而只關心他在職場的這塊，對成功的職業復健來說是不夠的。 

5. 職業復健是一門複雜的學問，無法以直線式的思考去瞭解或提供介入處置；

相反的，職業復健宜採取全人觀點，對於影響工作表現的相關因素抽絲剝

繭，給予必要的評估與介入，方能達到最佳的成效。 

6. 我與安琪的經驗讓我也有機會檢視目前有關職業復健的一些實證醫學研究

的謬誤，這些研究的問題絕大部分是採用了很值得商榷的職業復健成效指

標：病患在就業安置之後可以在職場的工作時間有多久、每週工作的小時

數、收入多少錢；至於病患的主觀感受則完全不在這類實證研究中被探討，

如自信心是否有提升、是否覺得在職場上受到尊重、是否每天早上起床都很

期待去工作等等。另外，這類研究也都制式地採用三個月、六個月、十二個

月、十八個月作為收集成效資料的時程，安琪在工作的第十八個月仍然在

職，但是她在這之後仍然經歷了疾病的復發。還有，這些研究實證往往沒有

提供參與研究之病患在整體病患族群的能力排名，因而無法得知那些聲稱有

效的職業復健方案是否只是提供一個管道給能力較好、但沒有機會就業的病

患去就業，而對能力稍差的病患的職業復健仍然沒有解套？職業復健是一種

對「人」的服務，冰冷的科學實證往往需要搭配研究者的人文關懷、以及對

「人」的尊重，才能對研究現象獲致適切的瞭解；而社會大眾也需要體認到



科學數據不必然是真理，照單全收可能受到誤導。 

7. 我認為職業復健領域需要具備進階資格的專業人員，才能對此過程中複雜交

錯的問題現象做有效的處置，但目前在作法上卻是以半專業、甚至是非專業

的人員來執行這項理應很深澳的服務，這除了容易對這些人員帶來不可承受

的負荷、也會對病患的職業復健成效帶來直接的衝擊，甚至是付出更大的醫

療與社會成本來善後不適切的服務。提供精神病患職業復健的服務，是在「做

對的事（do the right thing）」，不過，「將對的事做對（do the right thing right）」

是病患的權益、也是政府相關部門以及專業人員共同的挑戰。 

 


